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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技创新和“一带一路”倡议联系紧密并日益影响着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高质量和持续发展。
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仍面临着创新资源分配不均、创新成果转化不足、创新生态系统构建不完善

和创新体制机制不够优化等发展困境,这制约着区域科技创新效率的总体提升,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化发展。 面对创新驱动战略的不断深入推进和“一带一路”持续向高质量发展,明
确我国“一带一路”沿线省份科技创新整体的投入产出效率,探究影响“一带一路”沿线省份科技创新效

率的环境因素,以及如何提升“一带一路”沿线省份科技创新效率,这些问题的分析与解决引起了实务界

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对此,文章基于三阶段数据包络(DEA)模型,根据 2012—2016 面板数据,在充分

考虑了创新成果转化的时滞效应条件下,探究了剔除外部环境影响后我国“一带一路”沿线 17 个省份的

真实科技创新效率,同时利用 Tobit 模型检验了科技创新主体(高技术企业、政府)、劳动者素质、金融支

持和创业水平、科技创新政策等因素对“一带一路”沿线省份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一

带一路”沿线省份的科技创新效率既具有有效性的一面,又存在不充分、不均衡和不稳定的一面。 首先,
“一带一路”沿线省份的科技创新综合效率具有空间差异性,东南、东北、西南和西北四大板块科技创新

综合效率差异明显,整体上呈东高西低。 其次,“一带一路”沿线省份的科技创新综合效率具有时间动态

变化性,五年间综合效率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且四大板块之间综合效率的差距逐年减小。 最后,经过

Tobit 回归模型对科技创新综合效率的影响分析表明,政府支持力度、劳动者素质和金融环境对科技创新

效率具有正向影响,科研经费支出强度、“一带一路”倡议政策和创业水平对科技创新效率具有负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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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据此,认为今后可以从合理调配科技创新资源、培育高质量创新生态系统、优化创新体制机制和完

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和改进,从而有效提高“一带一路”沿线省市的科技创新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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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了科技创新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的战略支撑地位和在发展全局中的引

领作用。 近年来,中国在基础研究、重大科技工程和民生科技等领域硕果累累,在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机构等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的排名连年攀升,2018 年首次跻身全球“最具创新力经济

体”前 20 强,2019 年排名升至第 14 位,标志着我国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正式跨入世界科技创新型

国家行列。 可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下科技创新成果丰硕。 科技创新是“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动力,这将有助于“一带一路”沿线省市构建创新型经济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 2013 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2017 年提出启动“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

自此以来,“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建设由点扩散到面,沿线省市广泛寻求合作,蓬勃发展态势强劲。
例如,福建抓住位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优势,加大与东盟、欧盟、俄罗斯、中亚、南亚等国家

和地区的科技交流与合作,“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合作取得持续深入进展;广西以中国—东

盟合作为主切入点,强化中国—东盟博览会和商务投资峰会的平台作用与泛北部湾合作机制,促进

多层次科技合作机制建设。 “一带一路”是创新之路,为沿线区域科技创新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和

平台。
由此可见,“一带一路”倡议与创新驱动战略融合发展为区域科技创新发展带来重大契机。 但

是,我们也要清楚认识到目前中国的科技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尤其是在高端制造

业、芯片、移动终端等关键领域,缺乏核心技术,原始创新能力不足。 不可否认,在“一带一路”倡议

深化发展的背景下,沿线区域仍面临着创新资源分配不均、创新成果转化不足、创新生态系统构建

不完善和创新体制机制不够优化等发展困境,这制约着区域科技创新效率的总体提升,也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化发展。 我国“一带一路”沿线省份科技创新整体的投入产出效率如

何? 受到哪些环境因素的影响? 如何提升“一带一路”沿线省份科技创新效率? 这些问题的分析与

解决,一方面为深入贯彻“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理论依

据;另一方面对完善区域科技创新机制和缩小区域差距具有现实意义。

一、相关文献综述

国内外专家学者针对“区域创新效率”已展开大量研究。 其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区域创新效率

测量方法、区域创新效率评价、区域创新阶段研究和区域创新效率影响因素等方面。
从区域创新效率测算方法看,早前的研究多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 DEA) [1-2] ,越来越多研究

对传统的单纯 DEA 模型加以改进,结合使用随机前沿分析(SFA) [3-4] 、Malmquist 指数法[5-6] 、熵权

TOPSIS 方法[7] 、主成分分析法[8]和因子分析法[9]等从不同角度对创新效率进行测量和评价。 从区

域创新效率评价看,郭淑芬和张俊从人力、资金和技术三个层面构建了区域科技创新效率评价指标

体系,并分类比较了 2009—2013 年间 31 个区域科技创新效率的投入冗余情况[10] ;乔元波和王砚羽

剔除外部环境和随机因素干扰,在考虑时间演进情况下考察了东中西部创新效率变化[11] ;Zhong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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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2004 年首次中国经济普查数据评估了 30 个省市的 R&D 投资效率[12] 。 从基于创新价值链视

角对区域创新效率的阶段研究来看,刘树峰等将创新过程分为知识凝结和市场转化两个阶段,分析

了这两阶段创新效率的动态演化过程及其成因[13] ;余泳泽和刘大勇从知识、研发和生产将创新过程

分为三个阶段,根据知识—研发二维矩阵分类评价了 30 个省份各阶段的创新效率[14] ;Chen 等从研

发和商业化过程两个创新活动阶段评估了省级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15] 。 从区域创新效率影响因素

综合研究来看,肖仁桥等探析了影响创新效率的因素,研究发现政府支持、金融环境等对整体创新

效率影响显著[16] ;胡艳和周玲玉分析了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研
究发现企业自主创新和政府支持对提高创新效率产生最重要影响[17] ;Fritsch 和 Slavtchev 讨论了区

域创新系统效率的可能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私营部门内以及公共研究机构与私营部门之间发生的

知识溢出对私营部门创新活动具有积极影响,人口密度对创新绩效具有积极影响[18] 。
通过以上文献梳理发现,对于科技创新效率的研究已经取得丰富的成果,而目前关于“一带一

路”沿线区域创新效率针对性研究较少,探究影响因素的研究就更少。 从“一带一路”区域创新系统

研究来看,孙亚静等从科技创新投入、产出和可持续发展三个层面构建了 15 个指标,通过提取主成

分和聚类分析评价了“一带一路”沿线重点省份的科技创新竞争力[19] ;张小勇和马永腾借鉴英、美、
德、日等发达国家先进经验,从宏观微观多维度为西北民族地区产业科技创新提供发展路径[20] ;张
娜和吴福象基于莫兰指数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的创新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经济、人
才和基础设施等对城市创新差异有显著促进作用[21] 。 从“一带一路”区域创新效率研究来看,夏彩

云和罗圳基于 DEA-Malmquist 指数法测度了沿线区域科技创新效率[22] ;郝金磊和尹萌基于 DEA-
Malmquist-Tobit 模型,研究了硬件、经济、市场、人文和创业环境因素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地区创

新效率的影响[23] ;苏日古嘎和马占新利用广义 DEA 模型,评价了科技创新效率,对比“一带” “一

路”沿线省份科技创新效率发现后者平均科技创新效率高于前者[24] 。
本文结合现有研究,进一步考虑到创新成果转化的时滞效应,运用三阶段 DEA+Tobit 模型,测

算“一带一路”沿线省份的真实科技创新综合效率,并分析了剔除外部环境影响后“一带一路”沿线

省份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考察“一带一路”沿线省份创新环境、产业化发展和科技创新政策等

对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

二、研究方法、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数据包络分析模型(DEA)最初由 Charnes 等[25] 在 1978 年提出———C2R 模型。 后来,Banker 等

在可变规模收益假设下进一步改良出第二个模型———BCC 模型。 本研究采用 Fried 等[26] 提出的三

阶段 DEA 模型,排除统计噪声和环境因素的影响,从而评估“一带一路”沿线省份的科技创新效率。
在此基础上,使用 Tobit 模型分析环境因素对沿线省份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 理论框架如图 1 所示。
第一阶段,通过面向投入的 BCC 模型测量了沿线省份在外部环境因素和统计噪声影响下的科技创

新效率,即综合科技创新效率。 第二阶段,每个决策单元( DMU)的投入松弛项被分解为统计噪声、
管理无效率和环境因素三个部分,通过 Tobit 模型来排除统计噪声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对投入变量

加以调整。 第三阶段,将第二阶段调整过的投入变量和原来的产出变量带入 DEA-BCC 模型中,得
到排除外部环境因素和统计噪声影响的各省份实际科技创新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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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三阶段模型理论框架图

1. 第一阶段:DEA-BCC 模型

考虑到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DEA 模型可以分为两类,即面向投入和面向产出的 DEA 方法。
由于投入变量通常意味着战略制定者的决策,相比产出更加可控,而且 BCC 模型可以测量 C2R 模型

无法获得的每个 DMU 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因此本文使用面向投入的 DEA 方法来测量省域

科技创新效率,方程式[27]如下:
min[θ - ε(e

( Ts - + eTs +)]

s. t.


n

j = 1
x jλ j + s - = θx0


n

j = 1
y jλ j - s + = y0


n

j = 1
λ j = 1

λ j ≥ 0,j = 1,2,…,n;θ ∈ E +
1 ;s +≥ 0;s -≥ 0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ï

(1)

式(1)中,θ 为 DMUj0 的效率值,xj 为投入变量,yj 为产出变量,s+、s-分别为投入、产出松弛变量,λj 为

输入输出指标值的权系数。 假设 BCC 模型的最优解为 θ∗、λ∗、s∗+、s∗-。 若 θ∗ = 1,且 s∗+ = 0、s∗- = 0,则
DMUj0 为 DEA 有效;若 θ∗ = 1,s∗+ = 0、s∗- = 0 中任有一个条件不成立,则 DMUj0 为 DEA 无效。

2. 第二阶段:Tobit 模型

第一阶段之后可以获得 DMU 的省域综合科技创新效率,同时计算出了所有投入变量的松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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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投入松弛表明正式投入和目标投入之间的差距,投入松弛是由统计噪声、管理无效率和环境因

素造成的[26] 。 以投入松弛为因变量,环境因素为自变量,Tobit 模型定义如下:

Yi =

Y∗
i ;0 ≤ Y∗

i ≤ 1

0;Y∗
i < 0

1;1 < Y∗
i

ì

î

í

ï
ï

ï
ï

　 ;Y∗
i = βxi + εi 　 ( i = 1,2,…,n) (2)

 

式(2)中,εi 为随机解释变量且服从正态分布,β 为待估参数,xi 为因变量的观测值,Yi 为可观

测变量,Y∗
i 为潜在变量。

要对投入变量进行调整,就要将所有 DUM 置于相同的环境,考虑统计噪声的影响。 使用

Jondrow 等[28]提出的混合误差分解方法,如式(3)所示:

xA
km = xkm + [maxk{ zm β̂k} - zm β̂k] + [maxk v̂km - v̂km] (3)

式(3)中, xkm、xA
km 分别表示调整前后的投入量,zm 为环境变量,β̂k 表示回归系数,v̂km 表示对随机

因素的估计。 等式右侧第二项表示所有 DUM 处于最不利的外部环境中,第三项表示将所有 DUM
置于一个共同的自然状态,也是最不幸的状态。 经过以上调整,就让所有 DUM 处于相同的外部环

境,从而排除管理无效率和统计噪声对技术效率的影响。
3. 第三阶段:调整后的 DEA-BCC 模型

将第二阶段调整后的投入和原始产出代入投入导向的 BCC 模型,计算出“一带一路”沿线 17 个

省份的科技创新效率水平,得到排除环境因素和统计噪声影响的真实科技创新效率。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1. 投入产出变量选取

本研究遵循指标选取的可比性、可得性、科学性原则和 DEA 所有指标数不能超过被评价单元总

和三分之一使用原则确定投入产出指标。 指标汇总如表 1 所示。
(1)投入指标,包括 R&D 人员和 R&D 经费。 在区域创新系统中,研发人员和研发经费是衡量

创新效率投入的两个重要方面[29] 。 R&D 人员是高校、企业和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的合力,反映科

技创新人力的投入规模和强度,选取 R&D 人员全时当量(X1)代表创新人员投入[4,30] 。 R&D 经费

是反映国家或地区科技投入水平的核心指标,选取 R&D 经费内部支出(X2)代表核心创新资金支

出[11,31] 。 科技创新活动对知识产出的影响具有持续性[30,32-33] ,在测算科技创新效率时,使用永续盘

存法核算 R&D 资本存量①。
(2)产出指标,包括专利、科技论文发表数和新产品销售收入。 专利是鼓励技术创新的制度手

段,在三种专利中,发明专利的水平最高,它体现着专利质量,是反映市场价值和研发成果的竞争力

的关键指标[36] ,故选取发明专利授权数(Y1)作为科技创新产出的重要指标[37] 。 科技论文发表数反

①永续盘存法的计算公式为 Kit =(1-δ) Ki( t-1 ) +Eit
 ,式中 Kit、Ki( t-1 ) 分别表示第 i 个地区 t 和 t- 1 期的资本存量,δ 代表折旧率,参照

Griliches[30] 、冯宗宪等[33] 、Hu 等[34] 的研究,δ 取 15%,Eit 表示第 i 地区第 t 期的实际 R&D 经费支出,其值参照朱平芳和徐伟民[35] 的

做法,消费物价指数赋权 0. 55,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赋权 0. 45,两者加权相加得到。 在此以 2010 年为基期,对 R&D 经费支出进行平

减。 通常假定 R&D 资本存量的平均增长率和 R&D 经费的增长率是相等的[32] ,则基期资本存量的估算公式为 Ki0 =Ei0 / (g+δ),式中,

Ki0 为基期资本存量,Ei0 为基期实际 R&D 经费支出,g 为 2010—2014 年实际 R&D 经费支出的平均增长率,δ 为折旧率。 据此,可计算

出各期各地区的 R&D 资本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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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一个地区科学研究的直接产出[38] ,选取国外科技论文发表数(SCI、EI、CPCI-S 收录)(Y2)作为科

技创新产出指标[10] 。 新产品销售收入是区域创新产出的重要代表,反映企业创新技术成功转化、推
向市场并产生社会经济效益的情况[39] ,选取高技术产业新产品销售收入(Y3)作为第三个产出指

标[40-41] 。 以上 3 个指标从知识创新成果和科技成果商业化等方面衡量科技创新效率。
2. 创新环境指标选取及说明

在创新投入一定的情况下,区域创新环境与科技创新效率密切相关。 区域创新环境是指支撑

创新效率提高的外部经济、市场、知识流动、设施等硬件软件条件[42-43] ,现有研究也多从这些方面选

取指标。 第一阶段 DEA
 

模型测算出的创新效率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剔除了环境影响才能更好地分

析科技创新效率影响因素。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张莹和张宗益[43] 、李林汉等[44] 、樊华和周德群[45]

的研究,本文选取科研氛围(E1)、对外开放度(E2)、经济发展水平(E3)、市场环境(E4)和基础设施

(E5)5 个指标来反映影响区域科技创新效率的环境因素。 其中,科研氛围用科研机构数占全国比

例来表示;对外开放度用外商直接投资占 GDP 的比重来表示;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来

反映;市场环境用每万名科技活动人员技术市场成交额来表示;基础设施以万人互联网上网人数反

映。 指标汇总详见表 1。
表 1　 科技创新效率评价指标

指标类别 指标名称 单位

投入指标
R&D 人员全时当量(X1) 人 / 年

R&D 资本存量(X2) 万元

产出指标

发明专利授权数(Y1) 件

国外科技论文发表数(Y2) 篇

高技术产业新产品销售收入(Y3) 万元

环境指标

科研氛围(E1) %

对外开放度(E2) %

经济发展水平(E3) 万元 / 人

市场环境(E4) 万元 / 万人

基础设施(E5) 人

3. 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研究分析了 2012—2016 年“一带

一路”沿线 17 个省份(由于西藏地区数

据缺失,本文不作研究) 的科技创新效

率。 本文所涉及的指标数据来源于《中

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

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考虑到科技

创新全过程(包括研发、生产、销售)存在

时滞效应,张充和汤石雨[46] 、白云飞和潘

忠志[47]等人研究发现,R&D 经费投入 2
年后产生的正向效益最大,故本文考虑 2
年时滞影响,即研究 2012—2016 年创新

效率,投入变量使用 2010—2014 年数据,
产出变量使用 2012—2016 年数据,据此测算得出相应结果。

三、三阶段结果与分析

运用 DEA 方法进行测量需要确保投入产出变量具有同向性,采用 Stata13. 1 软件分析得出样本

数据的 Pearson 相关系数,结果如表 2 所示,投入和产出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符合模型

的同向性要求。
(一)第一阶段 DEA 分析

利用 DEAP2. 1 软件测算得出 2012—2016 年“一带一路”沿线 17 个省份科技创新的综合效率,
既得到了同一地区科技创新效率的历时变化情况,也得到了同一时间段科技创新效率的空间变化

情况,17 个省份按地区划分为东南、东北、西南和西北四个板块,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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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科技创新效率投入产出变量的 Pearson 相关系数

变量 X1 X2

Y1 0. 951∗∗∗ 0. 952∗∗∗

Y2 0. 642∗∗∗ 0. 824∗∗∗

Y3 0. 894∗∗∗ 0. 816∗∗∗

　 　 　 　 　 　 　 注:∗∗∗表示在 1%的水平上显著。

从表 3 看,采用传统 DEA 模型进行计算,上海、广东、陕西和甘肃的科技创新效率一直为 1,海
南、重庆和黑龙江大部分年份的创新效率为接近 1,无法体现出 5 年间效率的变化情况。 而且无论

是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看,沿线 17 个省份 5 年间的科技创新效率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总平

均值达到 0. 80。 浙江、辽宁的创新效率均值分别为 0. 78、0. 77,均低于平均值,这与我们既有的东部

沿海创新能力高的印象不一致。 这很可能是由本文选取的新产品销售收入这一创新成果商业化转

化指标造成的,它对市场和面积更大的省份更具优势。
表 3　 各省份科技创新效率值

类别 地区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平均值

调
整
前

调
整
后

调
整
前

调
整
后

调
整
前

调
整
后

调
整
前

调
整
后

调
整
前

调
整
后

调
整
前

调
整
后

东南板块

上海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浙江 0. 72 0. 91 0. 73 0. 97 0. 90 1. 00 0. 83 1. 00 0. 70 0. 88 0. 78 0. 95

福建 0. 98 0. 74 0. 88 0. 71 0. 81 0. 68 0. 68 0. 71 0. 72 0. 73 0. 81 0. 71

广东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海南 1. 00 0. 25 1. 00 0. 37 1. 00 0. 30 0. 75 0. 22 0. 66 0. 18 0. 88 0. 27

东北板块

辽宁 0. 77 0. 88 0. 82 0. 85 0. 77 0. 83 0. 78 1. 00 0. 71 1. 00 0. 77 0. 91

吉林 0. 95 1. 00 0. 94 1. 00 0. 94 1. 00 0. 98 0. 95 0. 95 0. 94 0. 95 0. 98

黑龙江 0. 92 1. 00 0. 82 1. 00 0. 90 1. 00 0. 99 1. 00 1. 00 1. 00 0. 93 1. 00

西南板块

广西 0. 60 0. 42 0. 68 0. 61 0. 96 0. 80 1. 00 1. 00 1. 00 1. 00 0. 85 0. 77

云南 0. 80 0. 65 0. 83 0. 72 0. 96 0. 75 0. 85 0. 59 0. 74 0. 51 0. 84 0. 65

重庆 1. 00 0. 68 0. 97 0. 75 1. 00 0. 74 1. 00 0. 99 1. 00 0. 77 0. 99 0. 79

西北板块

内蒙古 0. 35 0. 23 0. 33 0. 25 0. 32 0. 22 0. 31 0. 23 0. 29 0. 23 0. 32 0. 23

陕西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甘肃 1. 00 0. 68 1. 00 0. 73 1. 00 0. 72 1. 00 0. 68 1. 00 0. 62 1. 00 0. 69

青海 0. 26 0. 08 0. 24 0. 09 0. 31 0. 10 0. 41 0. 12 0. 50 0. 14 0. 34 0. 10

宁夏 0. 29 0. 10 0. 36 0. 16 0. 54 0. 20 0. 58 0. 22 0. 55 0. 23 0. 47 0. 18

新疆 0. 63 0. 32 0. 69 0. 42 0. 83 0. 45 0. 78 0. 42 0. 72 0. 36 0. 73 0. 39

总平均值 0. 78 0. 64 0. 78 0. 68 0. 84 0. 69 0. 82 0. 71 0. 80 0. 68 0. 80
 

0. 68

　 　 图 2 进一步展现了“一带一路”沿线四大板块科技创新效率的演变规律。 从图 2 可以看出,西
北板块与其他三大板块的科技创新效率存在显著差异,平均效率最低,为 0. 64,除了陕西、甘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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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西北板块的科技创新效率都低于平均值,但总体上呈平稳上升趋势。 东南、东北和西南板块的

平均效率分别为 0. 89、0. 88 和 0. 89,三大板块之间的平均效率没有显著差异,无法明显体现出区域

之间的差距。 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距在不断缩小,从 2014 年开始,东南板块的科技创

新效率就逐渐被东北和西南板块超越。 这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导向密不可分,东北板块和西

南板块各省份在“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政策红利下,科技创新效率得到显著提升。 但是这与现实

情况有出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各省份的科技创新效率受到外部经济、市场、知识流动、基础设施

等硬件软件条件的影响,从而导致综合效率评价结果出现偏差。

图 2　 “一带一路”沿线四大分区科技创新效率演变趋势

表 4　 Tobit 回归结果

R&D 人员全时当量投入松弛 R&D 资本存量投入松弛

常数项
-1

 

949. 631
(8

 

169. 687)
-427

 

103
(297

 

710. 9)

E1 136
 

237. 6
(181

 

044. 1)
1. 16E+07

(7
 

610
 

306)

E2 -95
 

893. 68
(65

 

207. 14)
-4

 

946
 

314
(1

 

779
 

448)

E3 0. 179
 

8
(0. 132

 

3)
-0. 206

 

0
(3. 815

 

9)

E4 0. 000
 

1
(0. 002

 

9)
-0. 063

 

0
(0. 077

 

4)

E5 -0. 708
 

5
(1. 960

 

0)
84. 409

 

8
(54. 473

 

5)

对数似然函数 -870. 661
 

9 -1
 

156. 335
 

2

　 　 注:括号里面为标准差。

(二)第二阶段截断回归分析

以第一阶段得出的投入松弛变

量为因变量,包括 R&D 人员全时当

量和 R&D 资本存量。 以 5 个环境变

量为自变量,分别是科研机构数占全

国比例、外商直接投资占 GDP 的比

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万名科技活

动人员技术市场成交额和万人互联

网上网人数。 通过本文数据得到的

投入松弛变量大多为 0,不符合 SFA
模型的设定,运用 Tobit 模型更为合

理。 乔元波和王砚羽[11] 、 罗彦如

等[48]也运用 Tobit 模型来处理创新

效率 中 的 截 断 数 据 问 题。 运 用

Stata13. 1 软件测算得到的回归结果见表 4。
1. 科研氛围

从表 4 可以看出,该变量对 R&D 人员投入松弛变量和 R&D 资本存量投入松弛变量均具有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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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表明科研氛围会增加 R&D 人员和 R&D 经费内部支出投入冗余。 可能是因为科研机构数越

多,科创人员和经费投入就会越多,科技创新资源分布较分散,没有合理地配置科技创新资源,从而

难以形成集聚效应,导致科技创新效率较低。
2. 对外开放度

从表 4 可以看出,该变量对 R&D 人员投入松弛变量和 R&D 资本存量投入松弛变量均具有负向

影响,表明政府支持会减少 R&D 人员和 R&D 经费内部支出投入冗余。 表示一个地区的对外开放

程度越高,吸纳的资金就越多,投入科技创新的人员就越多,推动创新资源和创新成果流转,确保科

技创新效率提高。
3. 经济发展水平

由表 4 所示,人均 GDP 对 R&D 人员投入松弛变量具有正向影响,对 R&D 资本存量投入松弛变

量具有负向影响。 说明“一带一路”沿线经济发展水平高地区 R&D 人员投入产生冗余,主要是由于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用于研发的人员也多,过多的人员投入并没有转化成科技创新成果,
导致科技创新效率不高,如浙江、福建等地。

4. 市场环境

由表 4 所示,该变量对科研人员投入松弛产生正向影响,对 R&D 资本存量投入松弛产生负向影

响,表明市场环境会增加 R&D 人员投入冗余和减少 R&D 经费内部支出投入冗余。 这可能是因为

知识流转程度高的地方,有效刺激了区域科技创新人员的流动,吸引来的大量科研人员导致科技经

费投入冗余。
5. 基础设施

根据表 4,万人互联网上网人数对 R&D 人员投入松弛变量具有负向影响,对 R&D 资本存量投入

松弛变量具有正向影响。 表明基础设施建设较好的区域会增加 R&D 资本存量投入冗余。 这说明基础

设施健全的区域,科研经费支出的配置结构还是存在不合理之处,导致科技创新效率难以提升。
(三)第三阶段调整后的 DEA 分析

图 3　 调整前后科技创新效率演变趋势

将第二阶段 Tobit 回归调整后的投入和原始产出带入第一阶段模型加以测算,得到排除环境因

素和统计噪声影响的真实效率,将调整后综合效率按分区列出,结果如表 3 所示。 通过表 3 发现,环
境因素和统计噪声对区域科技创新效率产生较大影响。 调整之后发现,东南板块中,上海和广东创

新效率始终保持在效率前沿面,福建、海南的综合效率降低,浙江的科技创新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得

到提高;东北板块 3 个省份的综合效率整体得到提升;西南板块综合效率整体出现下降;西北板块

除了陕西保持在创新效率前沿面,其他省份

科技创新效率都出现较大幅度下降。 这表

明,传统 DEA 由于未考虑环境因素和统计噪

声的影响,使“一带一路”沿线部分经济、基础

设施等环境较差的西部省份科技创新效率测

量出现虚高,低估了部分东部基础环境较好

省份的创新效率,未能反映各地区真实的科

技效率水平。
图 3 进一步展现了“一带一路” 沿线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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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省份调整前后科技创新效率的演变规律。 从图 3 可以看出,调整后的科技创新效率均值总体上

小于未经调整的结果,这说明剔除环境因素和统计噪声的影响之后,科技创新效率前沿面地区与非

前沿面地区的差距得以显现。 调整后,上海、广东、陕西仍旧处于科技创新前沿面,部分东部发展水

平较高省份的科技创新效率出现上升,西部欠发展地区科技创新效率出现大幅度下降。 由此可见,
环境因素对西部欠发展地区的科技创新效率影响较大,调整后的综合效率更能真实反映各省份的

科技创新效率。

四、科技创新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一)影响因素指标选取及说明

区域科技创新系统高质量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已有文献中科技创新效率影响因

素主要集中在经济、市场、劳动者素质、金融环境、对外贸易水平等方面[41,49-51] 。 本文从科技创新主

体(高技术企业、政府)、劳动者素质、金融支持和创业水平、科技创新政策等方面选取影响因素指

标,进一步分析“一带一路”沿线省份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为完善区域科技创新体制和缩小区

域科技创新差距提供理论依据。 指标汇总如表 5 所示。
表 5　 科技创新环境指标体系

变量 标签 指标

科研经费支出 Z1 高技术企业科研经费支出占 GDP 比例(%)

政府支持力度 Z2 科学技术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比例(%)

“一带一路”倡议政策 Z3 用虚拟变量(0,1)表示

劳动者素质 Z4 每十万人在校大学生人数(人 / 十万)

金融环境 Z5 人均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万元)

创业水平 Z6 高技术企业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比例(%)

　 　 (1)科研经费支出(Z1)。 高技术企业新产品开发是企业科技创新最集中的体现,本文选取高

技术企业科研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来反映科研经费支出程度。
(2)政府支持力度(Z2)。 政府机关是各地区提升科技创新效率的重要推动者。 由于企业承担

着巨大的风险和产品商业化转化的周期长,仅仅依靠金融机构贷款难以为继,因此政府的财政支持

就显得尤为重要。 根据李汉林等[44]的研究,本文选取科学技术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例来表示

政府支持力度。
(3)“一带一路”倡议政策(Z3)。 本文采用李彦龙[52] 的做法,用研发补贴政策虚拟变量进行衡

量。 与采用具体指标衡量研发补贴相比,此方法存在一定不足,但该方法可以有效消减具体指标造

成的统计误差。 “一带一路”倡议于 2013 年底提出,本文设定研发补贴政策变量在 2014 年之前取

值为 0,在 2014 年及以后取值为 1。
(4)劳动者素质(Z4)。 高素质劳动者有利于提高区域科技创新效率,本文选取每十万人在校

大学生人数表示劳动者素质。
(5)金融环境(Z5)。 区域科技创新活动离不开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支持,本文选取人均金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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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年末贷款来表示区域金融环境。
(6)创业水平(Z6)。 高技术企业是知识、技术密集的经济实体,是一个地区最高技术水平的表

现。 本文选取高技术企业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比例来衡量区域创业水平[53] 。
(二)测算结果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一带一路”沿线省份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在第三阶段 DEA 模型测算的

基础上使用 Tobit 模型,以 DEA 模型测算出的真实科技创新效率为因变量,影响因素为自变量。 由

于 DEA 模型计算出的效率值被限制在区间[0,1],具有截断数据特点,使用 OLS 进行回归会产生有

偏性和不一致性[54] 。 因此,本研究再次使用 Tobit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构建如下 Tobit 模型,运用

Stata13. 1 软件进行回归计算,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
TE it = α0 + α1Z1it + α2Z2it + α3Z3it + α4Z4it + α5Z5it + α6Z6it + εit (4)
式(4)中,TE it 为第 i 省 t 期的综合效率,α0 为常数项,α 为估计系数,ε 为随机误差。 Z1it 为 i 省

t 期的科研经费支出,Z2it 为 i 省 t 期的政府支持力度,Z3it 为 i 省 t 期的“一带一路”倡议政策,Z4it

为 i 省 t 期的劳动者素质,Z5it 为 i 省 t 期的金融环境,Z6it 为 i 省 t 期的创业水平。
东中西部各省份之间在经济、市场、知识流动、设施等硬件软件条件方面的差异一直存在,这不

可避免地对区域科技创新效率产生影响。 现将各省份置于相同的软硬件外部环境下,探究影响“一

带一路”沿线省份科技创新效率的重要因素。 分析如下。
(1)科研经费支出的影响。 科研经费支出强度与综合效率呈显著负相关,表明当科技经费支出

占地区生产总值每提高 1 个单位,科技创新综合效率减少 0. 474。 说明单纯增加科研经费的投入并

不能显著促进企业科技创新效率的提升。
(2)政府支持力度的影响。 政府支持力度与综合效率呈正相关,表明当科技经费支出占地区生

产总值每提高 1 个单位,科技创新综合效率增加 0. 021。 政府的科技财政支持是创新经费重要的资

金来源,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扶持是提升科技创新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
(3)“一带一路”倡议政策的影响。 研发补贴政策与综合效率呈负相关,表明当研发补贴政策的

影响每提升 1 个单位,科技创新综合效率减少 0. 021。 这与预期的结果不一致,可能是由于政策出

台、落实和成效显现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周期,本文研究的是 5 年间的变化,政策覆盖时间也只

有 3 年,政策实施产生效果需要一个累积的过程。
(4)劳动者素质的影响。 每十万人在校大学生人数与综合效率呈显著正相关,表明当每十万人

在校大学生人数每提高 1 个单位,科技创新综合效率增加 0. 521。 可能是由于地区教育投资强度的

增加,形成人才培养的良好土壤,在校大学生是潜在的科技创新型人才,高素质科研人员为科技创

新产业的发展提供强大内在动力,有利于区域科技创新效率的提升。
(5)金融环境的影响。 人均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与综合效率呈显著正相关,表明当人均金融机构

年末贷款提高 1 个单位时,科技创新综合效率增加 0. 152。 这与肖仁桥等人的研究结论不一致,可
能是由于科技创新活动的主体主要是企业,金融机构贷款对于创新企业发展的全过程起着强大的

支撑作用。
(6)创业水平的影响。 高技术企业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比重与综合效率呈负相关,表明当高技

术企业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比重每提高 1 个单位,科技创新综合效率减少 0. 117。 可能是由于企业

的区域规模经济效益没有实现科技成果的商业转化,没能对科技创新效率产生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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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创新环境因素对科技创新综合效率的 Tobit 回归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Z 值

常数项 -2. 697 1. 022 -2. 640

Z1 -0. 474∗∗ 0. 225 -2. 110

Z2 0. 021 0. 071 0. 300

Z3 -0. 021 0. 026 -0. 810

Z4 0. 521∗∗∗ 0. 111 4. 670

Z5 0. 152∗ 0. 091 1. 660

Z6 -0. 117 0. 115 -1. 020

Log
 

likelihood 7. 039

Prob
 

>
 

chi2 0. 000

　 　 　 　 　 　 　 　 注:∗∗∗、∗∗、∗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

五、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文基于三阶段 DEA 和 Tobit 模型,对“一带一路”沿线 17 个省份 2012—2016 年间的科技创新

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加以分析,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一带一路”沿线省份的科技创新综合效率具有空间差异性。 东南、东北、西南和西北四

大板块科技创新综合效率差异明显,整体上呈东高西低。 经过投入调整之后,东南、东北板块综合

效率比较稳定,调整前后整体变动不是很大;西南、西北板块,调整后综合效率下降明显,尤其是西

北板块出现大幅下降,东西板块之间综合效率差距进一步加大。 说明环境因素对区域科技创新效

率产生显著影响。
第二,“一带一路”沿线省市的科技创新效率具有时间动态变化性。 东部板块科技创新效率整

体偏高,西部板块综合效率整体偏低。 但从截面数据看,“一带一路”沿线省份 2012—2016 年间的

综合效率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且四大板块之间综合效率的差距有逐年减小趋势。
第三,Tobit 回归分析表明,政府支持力度、劳动者素质和金融环境对科技创新效率具有正向影

响,科研经费支出强度、“一带一路”倡议政策和创业水平对科技创新效率具有负向影响。 其中政府

支持力度、劳动者素质和金融环境对综合效率的影响比较显著,科研经费支出强度、“一带一路”倡

议政策和创业水平的影响不显著。
(二)对策建议

通过对研究结论的分析,“一带一路”沿线省份的科技创新效率既具有有效性的一面,又存在不

充分、不均衡和不稳定的一面,在今后有必要进一步加以完善和改进,建议从以下几方面进一步提

高“一带一路”沿线省份的科技创新效率。
其一,科学合理地利用和调配科技创新资源,缩小“一带一路”沿线东、西四大板块科技创新效

率的差距。 科技创新综合效率高的省份,要在保持适当科技创新投入的基础上减少投入冗余;科技

创新综合效率低的省份,要不断提高科技创新投入,加强科技企业、科研机构、高端人才等创新主体

培育。 人才是科技创新最宝贵的资源,注重引进和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打造技术创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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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科技创新交流,提升科技创新综合效率。
其二,培育高质量创新生态系统。 创新生态系统对“一带一路”沿线东西四大板块的科技创新

效率具有明显影响。 西南、西北板块在科技创新综合效率方面尚有巨大提升空间,为不断缩小与东

南、东北板块创新效率差距,依然要加强 R&D 投入强度、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建设创新平台。 对于

创新资源集聚、创新生态良好的东部地区,需在市场、法治和科技创新政策之间加强集中联结配合,
构建一流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实现创新生态化助力整体科技创新效率提升。

其三,优化科技创新体制机制。 推动创新成果生产力转化的政策创新,加强技术研发和创新成

果之间的衔接,尝试让投资者、发明专利的人和将专利权转化为生产力的人各司其职、分类推进,将
发明创造者从生产力转化的负担中解放出来;围绕主导产业制定引育顶尖、领军、高端、青年等专项

实用人才政策机制,力争对各类别、层次人才全覆盖。
其四,建立系统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 技术创新、平台建设、人才引进和科创成果转化等是科

创政策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沿线省份应紧紧围绕这些方面出台系统完善的政策;制定科学的

科技金融政策,为提升区域科技创新效率提供良好科技金融政策支持。 同时,结合区域特色制定相

应扶持政策,国家要给西部板块更多支持和发展自由,鼓励东部综合效率高的企业加强科技创新基

础研究,通过科技创新和技术转移反哺西部,增加互动合作;西部省份也要充分利用“一带一路”科

技政策优势,提升“一带一路”沿线省份整体科技创新综合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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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re
 

closely
 

linked
 

and
 

increasingly
 

affect
 

the
 

high-qua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economic
 

system.
 

However 
 

the
 

region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re
 

still
 

facing
 

development
 

difficulties
 

such
 

as
 

uneven
 

distribution
 

of
 

innovation
 

resources 
 

insufficient
 

transformation
 

of
 

innovation
 

results 
 

imperfect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on
 

ecosystems 
 

and
 

inadequate
 

optimization
 

of
 

innovation
 

systems
 

and
 

mechanisms.
 

This
 

restricts
 

the
 

improvement
 

of
 

reg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iciency.
 

To
 

a
 

certain
 

extent 
 

it
 

affects
 

the
 

deepening
 

develop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acing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the
 

innovation-driven
 

strategy
 

and
 

the
 

continuou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clarifying
 

the
 

overall
 

input
 

and
 

output
 

efficienc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provinc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nd
 

exploring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efficiency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provinc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nd
 

how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provinc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the
 

analysis
 

and
 

resolution
 

of
 

these
 

problems
 

have
 

attracted
 

widespread
 

attention
 

from
 

the
 

practitioner
 

and
 

scholar.
 

In
 

this
 

context 
 

based
 

on
 

the
 

three-stage
 

data
 

envelopment
 

 DEA 
 

model 
 

according
 

to
 

panel
 

data
 

from
 

2012
 

to
 

2016 
 

and
 

taking
 

full
 

account
 

of
 

the
 

time
 

lag
 

effect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novation
 

achievements 
 

we
 

explore
 

the
 

re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17
 

provinc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fter
 

excluding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al
 

impact.
 

And
 

the
 

Tobit
 

model
 

is
 

used
 

to
 

test
 

the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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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entities
 

 high-tech
 

enterprises 
 

governments   
 

labor
 

quality 
 

financial
 

support
 

and
 

entrepreneurial
 

level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olicy
 

factors
 

on
 

the
 

efficiency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provinc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efficienc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provinc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s
 

effective 
 

but
 

also
 

inadequate 
 

unbalanced
 

and
 

unstable.
 

Firstly 
 

the
 

comprehensive
 

efficienc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provinc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s
 

spatially
 

different.
 

The
 

comprehensive
 

efficienc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four
 

major
 

sectors
 

of
 

the
 

Southeast 
 

Northeast 
 

Southwest
 

and
 

Northwest
 

has
 

obvious
 

differences 
 

and
 

the
 

overall
 

efficiency
 

is
 

higher
 

in
 

the
 

east
 

and
 

lower
 

in
 

the
 

west.
 

Secondly 
 

the
 

comprehensive
 

efficienc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provinc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has
 

dynamic
 

changes
 

over
 

time.
 

The
 

overall
 

efficiency
 

has
 

shown
 

an
 

upward
 

trend
 

in
 

the
 

past
 

five
 

years 
 

and
 

the
 

gap
 

in
 

comprehensive
 

efficiency
 

between
 

the
 

four
 

major
 

sectors
 

has
 

decreased
 

year
 

by
 

year.
 

Finally 
 

the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the
 

Tobit
 

regression
 

model
 

on
 

the
 

overall
 

efficienc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hows
 

that
 

government
 

support 
 

labor
 

quality 
 

and
 

financial
 

environment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fficienc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intensit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expenditure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olicy
 

and
 

the
 

level
 

of
 

entrepreneurship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efficienc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ased
 

on
 

this 
 

we
 

believe
 

that
 

it
 

is
 

reasonable
 

to
 

increase
 

the
 

efficienc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provinc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n
 

terms
 

of
 

rationally
 

deploy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resources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innovation
 

ecosystems 
 

optimizing
 

innovation
 

systems
 

and
 

mechanisms 
 

and
 

improv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olicy
 

systems.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iciency 
 

influence
 

factor 
 

three-stage
 

DEA 
 

Tobi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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